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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丛林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论金融刑法的价值诉求、法益目标与学科定位
刘博涵
　　摘　要：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表明，金融权是公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基本内容。此起彼伏
的金融欺诈要求刑法对金融权进行有力有衡的保护，以期金融正义的实现。中国金融刑法的法
益历经了 “秩序法益观”向 “信用法益观”的转变，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应以金融消费者利益为
核心。领域法学研究范式打破了部门法划分的藩篱聚焦于问题的综合解决，金融统合法理论统
合各种性质的法律规范对金融市场的一切要素进行统合规制，金融刑法便是金融统合法的刑事
法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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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７９ 《刑法》到１９９７ 《刑法》，再到十个刑法修正案，我国的刑事法治走过了峥嵘的７０
周年。金融刑事法治作为刑事法治的重要方面，亦经历了规范草创、制度建设、司法调适的光
荣历程。当前，我们以１９９７ 《刑法》“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金融诈骗罪”、１９９８年 《关于
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和多个刑法修正案构筑起了严密的金融刑法
法网，为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保驾护航。但是，我们在具体制度研究的路上已经走得太远，金融
刑法的若干基础 问 题 却 仍 没 有 得 到 圆 满 回 答。站 在２００８年 金 融 危 机 十 年 的 “后 金 融 危 机 时
代”，金融刑法的价值诉求、法益目标和学科定位等基础问题都需要深入探索。
一、研究动因：关于金融刑法的三个提问
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以来，我们走过了使用蒸汽动力进行机械化生产、使用电力进行
规模化生产、使用电子信息技术促进生产自动化的三次工业革命，如今又向着人工智能和机器
学习的时代一路狂奔。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一个运转良好的金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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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帮助投资者在其一生的旅程中 “削峰填谷”，平滑应对人生的跌宕起伏。同时，为技术革
新、产业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引擎。但是，金融又是如此脆弱
和可怕，当金融泡沫破裂、市场崩溃之后，人们通向未来的规划、对未来的美好愿景都将被无
情摧毁。周而复始的金融危机，成为人类社会挥之不去的梦魇。
近十几年来，尽管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不断完善，但资本市场的黑幕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变
得更加严重。“老鼠仓”〔１〕案件频频曝光，“抢帽子”〔２〕案件不绝于耳：从２００８年前后的唐
建案、王黎敏案，到２０１１年股市 “黑嘴”汪建中操纵证券市场案、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七批指
导性案例的 “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第十批指导性案例的 “朱炜明操纵证券市场案”，
再到迄今为止处罚金额最大的 “徐翔操纵市场案”，广大的金融消费者总是 “最受伤的人”。金
融消费者是金融市场最庞大的利益群体，也是金融市场最重要、最根本的资金来源，构成了一
国金融市场的基础。与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金领精英们相比，“一盘散沙”的金
融消费者位于金融产业金字塔的最底层，他 们在专业 知 识 上 浅 陋 寡 闻，在 信 息 获 取 上 迟 滞 闭
塞，在财力和能力上势单力孤，他们在投资决策时豪气有余、理性不足。金融机构魔术般闪转
腾挪对金融消费者的欺诈和掠夺不仅背叛了其 所背 负的信义义务，也 打 破 了 金 融 这 一 财 富 创
造、分配机制。于是，面对金融大鳄们的拼命 “抢夺”，弱小的金融消费者只能吁 求 哀 叹，金
融正义便由此而生。也正是在此无奈的境遇下，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金融法益的刑法保护问
题，金融刑法在我国突然显得如此重要，对金融刑法的研究变得十分紧迫。
金融刑法在我国从来都不是研究的 “死角”，自１９９７年 《刑法》颁布施行后的二十余年间，
每当金融领域曝出热点案件，金融学界、经济法学界、刑法学界都会有相当的研究资源供给。但
是，现有的研究较多地关注热点案件的法教义学分析，我们还有许多蛰伏于案件之中、制度背后
的基础性问题没有得到回答：我们为什么需要刑法介入金融领域？金融刑法的价值诉求是什么？
进一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刑法？是维护金融市场的监管、交易秩序？抑或是保护金融消费
者的权益？还是两者兼顾？最后，金融刑法如何实现学科定位？在经济法学界和刑法学界的学者
都在为金融刑法的研究贡献智力资源的背景下，我们应当如何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中对金融刑法进
行定位？概言之，上述问题涉及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金融刑法的机能问题，即金融刑法的价
值诉求；第二个层面涉及金融刑法的理论源点问题，即金融刑法的法益目标；第三个层面涉及金
融刑法的学科属性问题，即金融刑法的学科定位。对以上三个问题的研究和阐释，可以使我们初
步厘清金融刑法的基本属性，也算是笔者对金融刑法进一步研究理性主义的发轫。
二、价值诉求：和谐金融关系与金融正义的实现
金融刑法的价值诉求问题所追问的是建构金融刑法的历史根基与现实需求。人类社会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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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仓”一般指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期货、保险 公 司 等 资 产 管 理 机 构 的 从 业 人 员，在 使 用 客 户 资 金 买 入
证券或者其衍生品等金融产品前，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假借他人名义，或者告知其亲朋好友，先行买入证券
等金融产品，然后利用客户资金拉升到高位后自己率先卖出获利，使个人以极低的成本牟取暴利的行为。参
见黄太云：《〈刑法修正案 （七）〉解读》，载 《人民检察》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抢帽子”通常是指证券期货公司、证券期货咨询机构、专 业 中 介 机 构 以 及 相 关 投 资 咨 询 专 业 人 员 买 卖 或 者
持有相关证券、期货合约，并对相关证券、上市公司、期货合约及其标的资产等公开评价、预测或者提出投
资建议、研究报告，通过期待的市场反应获取经济利益 的 行 为。参 见 刘 宪 权：《操 纵 证 券、期 货 市 场 罪 “兜
底条款”解释规则的建构与应用 抢帽子交易刑法属性辨正》，载 《中外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穿越工业革命的迷雾，大踏步走进互联网时代。由互联网作为技术支撑推动的金融普惠运动正
在如火如荼进行，无数原本无法得到金融服务的 “低净值人群”〔３〕和小微企业通过互联网金
融得到了投资渠道和融资途径，金融越来越融入 人类 社 会 的 每 一 根 血 管。历 史 的 视 角 告 诉 我
们，对金融权保护的需要，实际是作为人类整体的我们现代性的需要，它伴随互联网催化金融
业纵深发展而来，而且与生存权、发展权、财产权等基本人权之间存在共通的价值诉求。
（一）金融权、金融正义的历史性生成
随着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虽然剩余产品持续积累，但金融并
未 “顺理成章”地发展起来。因为无论是西方的等级制，还是东方的身份制，生产资料所有者
和劳动者都实际处于一种隶属关系之中，有限的剩余产品遭到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彻底剥夺，以
满足其从生存性消费向发展性、享受性消费的升级。这 种 “稳 态”被 后 来 的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打
破，在这场轰轰烈烈 的 革 命 浪 潮 中，普 通 劳 动 者 从 盘 剥 关 系 中 解 放 出 来， “保 障 个 人 自 由”、
“保障自我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理念深入人心。进入商品经济时代，尽管劳动者还
是必须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生活必需品，但自由的个体身份与留存的剩余价值使其对金
融的需求突然变得十分迫切。
金融需求成为金融权生成的逻辑起点。金融服务是现代社会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之一，储
蓄、贷款、支付、清算、股票、债券、保险 等 金 融 服 务 在 人 们 生 活 的 方 方 面 面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为我们日常的各种活动提供支撑和便利，并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财富分
配。“金融需求已不仅仅涉及个人资产的损益，更关系到个人基本权利的实现和发展”，“金融
权成为一项关涉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仅金融欺诈愈演
愈烈，当金融危机袭来，在信息和专业知识都占尽优势的金融机构还可以十分轻易地将风险和
损失转嫁到金融消费者身上。在金融权频繁受到侵害的现实面前，人们有理由向社会索求对金
融权有力、有衡的保护，金融正义也随之生成。
（二）金融权保护体系不断完善
金融需求催生了金融权，金融权保护危机呼唤金融正义。于是，金融法律与制度很快作出
了回应。１８３７～１８６３年 “自由银行”〔５〕时期的美国因为滥发钞票、多种通货流通导致存款人
财产安全无法保障，美国国会于１８６３年、１８６４年先后颁布 《国民通货法》和 《国民银行法》，
要求设立银行必须具有最低资本额，必须根据其纸币发行额按比例拨出资金作为提存的最低准
备金，藉此正 式 确 立 了 银 行 的 最 低 注 册 资 本 制 和 存 款 准 备 金 制 度。〔６〕１８７３年、１８９３年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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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净值人群”不是一个严格术语，这里指代家庭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有一定富余资产用于金融投资的人群。
与 “低净值人群”相对的是 “高净值人群”，一般指可投资资本 （排除自住或自用房产后，个人拥有的存款、
股票、债券、基金及其他流动资产）的总价值达到一定数额的人群。普华永道、瑞信等财富机构一般将可投
资资本达到１００万美元的人群定义为 “高净值人群”，超过３０００万美元的人群定义为 “超高资产净值人群”。
中国的招商银行、贝恩公司等金融机构发布的 《中 国 私 人 财 富 报 告》将 可 投 资 资 本 达 到１０００万 人 民 币 的 人
群定义为 “高净值人群”，超过１亿元人民币的人群定义为 “超高净值人群”。
杨东、文诚公：《论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金融权的生成》，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自由银行”一般指１８３７年危机之后出现在美国的银行制度，该制度下 “自由”的含义并不是不受管制，而
是指进入该产业不需要法律特许。对所有申请者，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都可以开办银行并在权限范围内发行
纸币。参见胡传雨、辛洪涛：《美国自由银行制的历史语境解读及其现实意义》，载 《农村金融研究》２０１５年
第５期。
关绍纪、朱建君：《美国银行制度的改革和联 邦 储 备 体 系 的 建 立》，载 《山 东 大 学 学 报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１９０７年，美国金融业相继发生了严重的信 用危机，银行不断清算、倒闭，为了应 对 危 机，美
国国会在１９１３年通过了 《联邦储备法》，籍此成立了为整个银行系统提供流动性支持的美国联
邦储备委员会。〔７〕
为了应对始于１９２９年１０月 的 大 萧 条， 《格 拉 斯－斯 蒂 格 尔 法 案》 （又 称 《１９３３年 银 行
法》）确立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业经营的原则，以避免证券业的风险向商业银行传染。同
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稳定。此外，法案还对存款利率实行限
制，防止经济过热和过度投机。〔８〕同时期出台 的 《１９３３年证券法》和 《１９３４年证券交易法》
的核心内容在于规定了强制信息披露的内容，包括证券公开发行时的初始披露和上市交易后的
持续披露。强制信息披露能够保障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获得与证券价值有关的所有重大信
息，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改进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９〕信息披露的要求在１９６７
年的 《诚实借贷法》、１９７１年的 《公平信贷报告法》和１９７４年的 《公平信贷收费法》得以持续
细化和加强。
２１世纪初，曾是世界最大综合天然 气 和 电力公 司 之 一的 美 国 安 然 公司 突 然 向 纽 约破 产法
院申请破产保护，致使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随后曝出的虚假账目、管理层虚假陈述误导投资
者以谋取私利的丑闻更使投资者的信心 跌 至冰点。为 了 应 对 危 机，美 国 国 会 通 过 《萨 班 斯 法
案》（又称 《２００２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 和投资者保护法》）确 立了 公 众 公 司 内 部 控 制 规 范 体
系，强调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以重振投资者信心。〔１０〕２００８年次贷危机后通过的 《多
德－弗兰克法案》组建了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加强了对直接为金融消费者提供信用卡、按
揭贷款等金融服务或产品的银行、非银行机构的监管，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是该法案的主要目
标。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金融制度的韧性大大提升，市场机制的发挥不断增强，对金
融权的保护不断周延，间接促进了金融正义。而美国之所以如此强调金融消费者保护，原因在
于 “维护金融消费者对金融体系的信心是避免出现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 “危机或事件发生
后，消费者对市场的信心则决定了金融体系是加速崩溃还是快速恢复。”〔１１〕
（三）金融权保护中刑法作用凸显
我国改革开放后，现代金融体制逐步建立。被称为 “金融立法元年”的１９９５年相继颁布
了 《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和 《保险法》等多部法律，在我国正式建立起了存款准
备金制度，确立了金融分业经营的模 式。１９９８年 《证 券 法》颁 布 施 行，信 息 披 露 制 度 成 为 其
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保监会、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先后成立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的专门机构。２０１５年 《存款保险条例》出 台，存 款 保 险 制 度 在 中 国 正 式 实 施。美 国 创 立 的 诸
多金融制度被我国悉数吸收。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危机并没有得到解
决，甚至缓解！因为造成危机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我们所使用的金融制度或金融技术，最根本的
原因还在于人类不同个体之间资源背景、禀赋、能力的界分，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群体之间利
益的冲突。法律被视为协调不同主体间利益最权威、最衡平的工具，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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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博涵：《论金融法学体系的建构、重塑与拓展》，载 《经济法论丛》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马俊起：《美国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与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载 《当代经济科学》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苗壮：《美国证券法强制披露制度的经济分析》，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施君：《解读美国萨班斯法案４０４条款及其立法启示》，载 《扬州大学学报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０９年 第
３期。
庄毓敏、陈峰：《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演进》，载 《中国金融》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律能够建立起有效的金融权保护体系，而法律保护体系中强度最高的乃是我们的万法之盾———
刑法。
美国１９３３年 《证券法》和１９３４年 《证券交易法》除确立了强制信息披露制度以外，还规
定了对证券欺诈、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行为的刑事处罚。规定对内幕交易人可处５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１０万美元以下罚金，１９８８年的 《内幕交易和证券欺诈执行法》更是将对个人
的刑期上限提高至１０年，罚金上限亦提升至１００万美元。对单位的罚金上限从５０万美元提升
至２５０万美元。英国在１９３９年出台 《防止欺诈 （投资）法》规制证券市场的欺诈行为，１９８０
年的公司法以附属刑法的形式规定了内部人交易可处２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并）科罚金的刑事
责任，罚金并没有上限规定。新加坡１９７３年制定的 《证券业法》也规定了内幕交易罪的刑罚，
１９８６年修订该法时将罚金的上限从３万元提升到５万元，有期徒刑从５年延长至７年，对单位
罚金的上限也提升至１０万元。此外，法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也均 在相 关 法律中
规定了关于证券欺诈的刑罚。中国自１９９７年新 《刑法》施行以来，已通过一部单行刑法、十
部刑法修正案以３０余个刑法条文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内幕交易罪、操纵证券、期货
交易价格罪等４０余个金融犯罪罪名。
在金融犯罪刑事法网越来越密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刑法表现出两个明显的价值诉求：一是
和谐的金融关系。虽然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危机根植于人类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但金融刑法
要努力维护一个公平、透明的金融环境，保障风险分担、责任自负的金融体制。也就是说，金
融机构、融资方在提供金融服务、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要与投资者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而
不是凭借手中的信息欺诈投资者，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操纵金融市场，进而追求自身经济利益
的实现。二是金融正义。金融刑法存在的另一价值维度是避免金融消费者在投资活动或接受金
融服务过程中发生弱肉强食般的惨烈竞争。社会正义危机构成了人类文明冲突的基本起因，金
融正义危机是社会正义危机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金融刑法旨在运用刑罚手段，通过保护金
融法益追求这种正义的实现。在此意义上说，金融刑法的建立，就是通过刑法技术手段平衡不
同金融主体间的利益，以实现金融利益在融资者、金融消费者、金融中介机构以及社会之间的
合理流动。
三、法益目标：金融消费者利益的刑法保护
众所周知，现代刑法发端于启蒙时期。关于犯罪的本质与刑罚权发动的实体依据，贝卡利
亚在 《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提出了社 会 危害理论。承 继启 蒙 后 期 自 然 法 思 想 和 政 治 自 由 主
义，费尔巴哈将犯罪作为对权利的侵害来把握，认为国家以刑罚处罚的行为本质上是侵害权利
的行为。及至１８３４年，比恩鲍姆 （Ｊｏｈａｎ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ｒａｎｚ　Ｂｉｒｎｂａｕｍ）在其著名论文 《关于作为
犯罪概念权利侵害的必要性，特别考虑名誉损毁概念》〔１２〕中首次提出了 “法财”的概念，作
为 “法益”概念的前身不断发展和充实。此后，“犯罪是侵害法益或有侵害法益之危险的行为”
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成为现代刑事不法论展开的地平线。〔１３〕那么，金融刑法的法益目标
是什么呢？
（一）金融秩序法益观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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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Ｊ．Ｍ．Ｆ．Ｂｉｒｎｂａｕｍ，Ｕｅｂｅｒ　ｄａｓ　Ｅｅｆｏｒｄｅｒｎｉβｅｉｎｅｒ　Ｒｅｃｈｔｓｖｅｒｌｅｔｚｕｎｇ　ｚｕｍ　Ｂｅｇｒｉｆｆｅ　ｄｅｓ　Ｖｅｒｂｒｅｃｈｅｎｓ，ｍｉｔ　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ｒ
Ｒüｃｋｓｉｃｈｔ　ａｕｆ　ｄｅｎ　Ｂｅｇｒｉｆｆ　ｄｅｒ　Ｅｈｒｅｎｋｒｎｋｕｎｇ，Ａｒｃｈｉｖ　ｄｅｓ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ｒｅｃｈｔｓ．Ｎｅｕｅ　Ｆｏｌｇｅ．１８３４，Ｓ．１４９－１９９．
［日］伊东研祐：《法益概念史研究》，秦一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４９页。
新中国的经济体制肇始于计划经济。作为对西方经济大萧条和苏联快速工业化两大事件的回
应，急于摆脱国势衰败局面、实现对西方国家现代化追赶的中国通过一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建立
起了全面的计划经济制度。“１９５６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以中央集中管
理为主、以行政指令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模式基本上在中国建立起来。”〔１４〕脱胎于计划经济的
金融体制是一种 “动员性金融”模 式，即 国 家 隐 性 担 保 全 国 唯 一 的 一 家 银 行———中 国 人 民 银
行，以此动员全民储蓄，最大限度地集中全社会有限的金融资源，通过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优
先发展的重工业等资金密集型产业输血，迅速完成工业化。〔１５〕“动员性金融”体制实行严格的
金融管制，金融流通有限，金融工具的形式与功能单一。因此，货币秩序成为当时金融刑事立
法唯一的法益内容。１９５１年制定的 《妨害 国 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规制了以反革命和营利为
目的的伪造、变造、贩运、使用货币的行为，并将破坏国家货币信用规定为独立的罪名。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计划与市场、管制与自由
相结合的 “双轨制”、“渐进式”的转型经济体制。但是，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与西方国
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出现了激烈的碰撞与冲突，社会矛盾比以往更加突出，犯罪活动
数量不断增长、程度愈加严重。在此背景下，中 央 发 布 了 《关 于 严 厉 打 击 刑 事 犯 罪 活 动 的 决
定》，一场席卷全国的 “严打”行动在各地大张旗 鼓地展开，稳定改革的秩序、维护社会运转
秩序成为国家的主导观念。投射到金融刑事立法，金融秩序成为了金融体制改革、建构的重中
之重，对 “金融秩序”的侵害成为立 法 犯 罪 化 的 首 要 根 据。１９９５年 出 台 的 《关 于 惩 治 破 坏 金
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虽然规定了涉及货币、金融机构特许经营权、银行存贷与结算业务、保
险机构业务等方面二十余个新罪名，但这些罪名共同的构成要件是 “破坏金融秩序”，即该次
立法首先将违反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予以犯罪化。
（二）金融信用法益观的转向
从法教义学的视角出发，金融秩序法益观存在诸多悖论与缺陷。首先，金融秩序法益观背离
了经济刑法法益定位的基本要求。针对经济刑法的法益，尽管德国形成了 “超个人法益”理论，
通过强调利益的个体归属来实现实质利益，但以单纯的 “秩序”作为刑法保护的法益缺乏立法正
当性，因为 “不能分解成或者还原为个人法益的所谓公法益，不是刑法保护的法益”。〔１６〕良好的
金融秩序的确是金融体系有效发挥资本融通功能、资源配置状态良好的表现，但这种有序的状态
并不是利益本身，而是利益实现的前置性条件。其次，金融秩序法益观背离了现代金融法制建构
的价值目标。从世界范围来看，金融刑法从其诞生之日就着眼于对微观金融交易关系的维护，而
不在于维持宏观的金融秩序。例如，１７世纪末的英国在 “金融革命”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利用基
金、债券、汇票等新型金融工具进行欺诈、侵占的犯罪活动，英国议会于１６９７年颁布的 《限制
经纪人与股票交易人数量和非法行为法案》首次以刑罚规制了经纪人的自我交易等非法行为。〔１７〕
该法案仅针对金融交易中出现的特殊情况，并未不当扩大打击面。再次，金融秩序法益观背离了
治理经济犯罪的基本原理。对金融秩序刑事法益化容易形成对刑法治理的过度依赖，压制前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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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冬连：《本土资源与苏联模板———关于中国计划经济起源的讨论》，载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丁骋骋：《中国金融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外部绩效：１９７９－２００９》，载 《经济学家》２０１０年第９期。
张明楷：《避免将行政违法认定为刑事犯罪：理念、方法与路径》，载 《中国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Ｇｅｏｒｇｅ　Ｒｏｂｂ，Ｗｈｉｔｅ－Ｃｏｌｌａｒ　Ｃｒｉｍｅ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ｒａｕｄ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１８４５－
１９２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ｐ．２２－２４．
的规制能力，导致 “倒置式”的治理结构，也不利于金融创新。〔１８〕
于是，有学者提出我国的金融刑 法 法 益 应 当 向 “秩 序 导 向 下 的 利 益 法 益 观”转 向，即 将
“金融信用利益”作为金融刑法保护的法益。因为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信用已经成为能够提
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生产要素，一个人、一个企业的信用度逐渐转化为能够为其获取更
多经济利益的一种宝贵资源，成为了一种资本———信用资本。建立于信用资本基础之上的现代
金融体制需要刑法对两个方面的利益进行关注：其一，基于交易安全的公共信用。这是货币信
用在现代金融体制下的延伸，因为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在现代金融体制下已经具有了类似货
币的公共信用属性。其二，基于交易公平 的 资 本 信 用。这 主 要 体 现 在 金 融 信 用 证 券 化 的 过 程
中，因为金融信用证券化将原资金供求双方固定化的信用契约关系经由金融中介的创新转化为
可流通的金融产品，从而将依靠个别金融机构或个人信用担保的金融交易转变成依靠市场来保
障的交易。〔１９〕金融刑法的信用法益定位需要对当前金融刑法体系进行重大调整：第一，维持
金融工具安全的法益定位，守住金融刑法的安全 “底线”；第二，限缩金融管制秩序的法益定
位，促进金融平等的实现；第三，扩大金融交易秩序法益的涵摄范围，将之确立为金融刑法的
核心法益；第四，增设金融信用秩序法益，有效引导金融刑法的发展方向。〔２０〕
（三）金融刑法法益的再定位
金融交易是把交易双方在不同时间的收入进行互换，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人际价值交换，
因此是否彼此信任是交易能否成功的关键。〔２１〕就金融的基本逻辑而言，将金融刑法所保护的
法益定位于 “金融信用利益”显然是抓住了金融的本质。但是，在相关学者的论述中，“金融
信用利益”与 “金融秩序利益”仍然纠缠不清。首先，金融信用法益观的转向是对金融秩序法
益观不彻底的 “革命”，依旧无法回避 “秩序法益 观”与 “超个人法益”理论龃龉的问题。倡
导 “信用利益法益观”的学者只不过试图对 “监管秩序”的重心进行转移并通过 “信用利益”
加以明确，将对金融信用利益的侵害作为金融犯罪化的实质标准，其 “秩序法益观”的底色并
未改变。其次，信用利益与监管秩序的内涵同样模糊，不能实现法益理论为犯罪化提供实质判
断标准的功能。事实上，信用利益与监管秩序具有高度重合性，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侧重点的
差别：信用利益侧重于描述支撑现代金融交易活动的基石———信用，监管秩序侧重于描述维持
现代金融交易进行的前提———秩序。在某些学者的眼里，它们都只不过是一种中间法益，它们
与投资者资金安全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２２〕
准确界定金融刑法的法益，需回到金融权保护危机的社会背景以及权利、法益、利益之关
系的基础法理框架下进行。现代社会，法治国家实际崇尚的是规则之治，通过规则实现对法益
的保护。其具体方式是，将法益类 推、比 附 为 权 利，在 法 律 条 文 中 规 定 权 利，以 保 护 权 利 之
“名”，达到保护法益之 “实”。例如，民法保护公民、法人的法益通过民事权利的外形得以实
现。因此，金融刑法所保护的金融法益以金融权为权利外形。法益 （德文Ｒｅｃｈｔｓｇｕｔ，英文Ｌｅ－
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是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律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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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小平：《中国金融刑法立法的应然转向：从 “秩序法益观”到 “利益法益观”》，载 《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７年
第５期。
王楚明：《金融信用发展演变研究》，载 《金融发展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魏昌东：《中国金融刑法法益之理论辨正与定位革新》，载 《法学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杨东：《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制———基于信息工具的视角》，载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郝艳兵：《互联网金融时代下的金融风险及其刑事规制———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分析重点》，载 《当代法
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生活利益。〔２３〕“任何部门法都将保护一定的利益作为自己的任务，或言之，将追逐和实现一定
的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所以，所有部门法都有自己的法益目标。”〔２４〕在此意义上，金融法益
就是指金融刑法保护并追求实现的某种 （些）利益 （金融法益目标），这种 （些）利益以金融
权为外壳。
保护公民利益、法人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任务由我国法律体系的众法律部门共同
承担，金融刑法独木难支，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实现上述每一种利益。在金融权、金融正义业已
生成的背景下，金融刑法只能首先保护和实现金融消费者利益，藉由金融消费者利益的实现带
动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实现。亦即金融法益是金融消费者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组合
体，其中金融消费者利益是核心，其他利益依附于金融消费者利益，通过金融消费者利益的实
现间接地、反射性地实现。明乎于此，理解金融法益须紧紧围绕金融消费者利益，即金融消费
者在以可承担的成本享受公平合理的金融服务时所享有的与金融有关的资格、自由、能力与利
益，是被广大金融消费者充分分享的利益。
四、学科定位：金融统合法的刑事法侧面
准确定位一个学科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是理性评价其价值的重要内容，也是追求学科进
一步发展的起点，因而金融刑法的学科定位应该是一个需要重点探寻的问题。金融权的保护、
金融正义的实现带有明显的交叉性、复合性特点，全部问题具有系统性，各具体问题间具有关
联性，这就要求对它们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能让 “学科间的鸿沟”与 “学科内的偏见”桎梏了
金融刑法可能的理论空间与制度贡献。对金融刑法学科地位的考察，可以放在一个法学研究发
展的脉络中进行阐释与论证。
（一）部门法知识的 “跨界整合”：领域法研究范式的提出
在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利益关系错综交织的现代社会，人们渴望充分、有效的规则与制度
供给为多元利益主体、多样利益诉求定纷止争。作为对制度需求的回应，我国近年来仅在法律
层面，就先后出台了 《网络安全法》、《电影产业促 进法》、《核安全法》、《土壤污染防治法》、
·９１１·
资本丛林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２３〕
〔２４〕
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６７页。
王保树：《论经济法的法益目标》，载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年第５期。
《电子商务法》、《外商投资法》等多部法律，我们似乎要迷失在规则的汪洋大海之中。受制于
智识的局限，人们不得不将碎片化的规则予以体系化，部门法的划分便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
传统上，按照法律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可以将法律划分为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
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 讼 程 序 法 等 七 个 部 门 法。〔２５〕 但 是，进 入２１世 纪 以 来，环
境、海洋、航空航天、军事、金融、财税、知识产权、互联网等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各个
领域涉及的政治、环境、国家安全等因素交织，利益冲突乃至争讼不断。法学作为对现实诉求
的回应，兴起了环境法学、海洋法学、航空航天法学、军事法学、金融法学、财税法学、知识
产权法学、互联网法学等一批交叉性学科。这些学科所面临的法律现象具有交叉性、整合性、
开放性的特质，难以按照传统部门法学 “调整对象”或 “调整方法”的标准划归到任何一个既
有法律部门，或无法仅在一个或几个法律部门内部解决这些领域中的重大社会问题。〔２６〕
基于对这一问题和趋势的关切，有学者提出了以问题为导向，以特定经济社会领域全部与
法律有关的现象为研究对象，融合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种研究范式于一体的交叉性、
开放性、应用性和整合性的新型法学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领域法学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Ｌａｗ）。〔２７〕金融法学正是领域法学话语下的一个典型领域法。在法与金融的关系中，规制与调
整金融现象的法律既涉及自生自发的私法，还涉及建构的私法、建构的公法，这就决定了如要
更好地理解与金融有关的法律现象或者与法律有关的金融现象，不仅需要从法教义学，还需从
法社会学、法理学、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进行观察与阐释。〔２８〕金融法之所以被称为金融法，不
是因为其调整某一种性质单纯的金融关系进而划入任何一个传统部门法麾下，而是因为金融法
领域的法律规范都与金融有关。在 金 融 法 学 的 视 野 下，金 融 监 管 法、金 融 交 易 法、金 融 调 控
法、金融刑法、金融国际法等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综合的法律领域，其共性便是它们都与 “金
融事务”相关。〔２９〕以非法信息披露为例，一个非 法 信息 披 露的 行为 有 可 能 涉 及 到 包 括 民 法、
行政法、刑法等多个法律部门，还可能涉及财税法、科技法等法律领域。由于金融法领域是一
个开放性的概念和范围，所以在研究非法披露金融信息的具体问题时不能落入过去部门法 “画
地为牢”的窠臼，而应当将问题予以细致解剖、分析，探究需要在何种价值取向 〔３０〕的指引下
解决问题，究竟需要 “调用”哪些部门或领域的法律规范，在具体研究路径中以 “金融性”作
为价值论和规范论连接基点，形成相应的领域法概念、体系和方法。〔３１〕
（二）金融法内部的 “互联互通”：金融统合法理论的建构
纵观金融法治的历史流变，似乎总是走不出 “金融危机———强化金融安全，加强监管———
克服危机，经济发展———强化金融效率，放松管制———经济繁荣，盛极而衰———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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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法 律 体 系》白 皮 书，载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务 院 新 闻
办公室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ｚｔｋ／ｄｔｚｔ／６２／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１０３５４２２／１０３５４２２．ｈｔｍ，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１５日最后访问。
刘剑文：《论领域法学：一种立足新兴交叉领域的法学研究范式》，载 《政法论丛》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同前引 〔２７〕，第８页。
王烈琦：《法律现象与金融现象基础关系之剖析———兼论法与金融研究的不同向度》，载 《金融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５年第９期。
熊伟：《问题导向、规范集成与领域法学之精神》，载 《政法论丛》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如对互联网金融的规制，就需要树立谦抑干预的基本理念，以市场优先作为基本原则，金融民主作为根本绩
效保障等。参见刘辉：《论互联网金融政府规制的两难困境及其破解进路》，载 《法商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刘剑文、胡翔：《“领域法”范式适用：方法提炼与思维模式》，载 《法学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新一轮强化金融安全，加强 监 管———克 服 危 机———新 一 轮 强 化 金 融 效 率，放 松 管 制……”〔３２〕
治乱循环的怪圈。为了应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 “大萧条”，主张政府在财政、货币、产业等经
济政策上全面积极干预以纠正市场失灵的凯恩斯主义成为美国经济政策的主导话语，并帮助美
国平稳度过了危机。到了７０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又陷入了 “滞胀”的新危机，以哈耶克为代
表的新自由主义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全面的 “反扑”，认为政府、工会的干预导致了贫困和失
业，要求政府退出、削弱工会并采取私有化、减税等措施减少对市场的干预。
在新自由主义的 “指挥”下，美国逐步废除了自罗斯福时期以来长期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
金融监管法规，大量信贷杠杆资金流入金融投机领域，酿就的股市泡沫、金融衍生品泡沫终于
在２００８年催生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７日，奥巴马公布全面整改美国金融监管
体系的计划，赋予美联储监管整改金融体系的权力，《多德－弗兰克法案》于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１
日生效。就在世界经济逐步走出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阴霾之际，其 “始作俑者”又开始了新一
轮的监管放松：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４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 《经济增长、监管放松及消费者保护
法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ｌｉｅｆ，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旨在降低住房抵
押贷款发放成本、为社区银行监管松绑、放松对大型银行监管、适度放松对资本市场管制以激
发美国经济复苏活力。〔３３〕
如何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尽可能减少、化解金融危机是摆在全世界学者面前的难题。有学
者认为金融统合法是金融法制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解决金融危机循环重演的不二法门。立
足于金融混业经营、金融组织日渐融合、金融市场频繁联动的 “现代化”金融图景，金融统合
法将承袭传统金融法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基础目标，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核心，确
保金融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具体而言，就是对金融市场的诸构成要素———金融商品、金融服
务两类客体，融资方、金融消费者、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四大主体，以及金融商品信息披露注
册系统、交易执行系统、证券清算决算体系、资产管理信托业务体系、企业金融机构资金管理
体系、风险管理体系、内控体系等基础设施与监管工具进行统合规制，构建从法律、法规到规
章、自律规则效力体系完备，内容涵盖金融消费阶段、纠纷解决环节的统合规则体系。〔３４〕
（三）民事、行政、刑事 “规范联动”：织就金融统合规制法网
在传统部门法划分的视 野 下，刑 法 作 为 一 个 独 立 的 法 律 部 门 并 无 争 议。但 是，以 独 特 的
“调整对象”和 “调整方法”这一部门法划分标准检视刑法，会发现其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站
不住脚。与民法对比来看，作为部门法的民法以 “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财产关系”作为调整
对象，刑法规定的侵占罪、合同诈骗罪、重婚罪等罪名调整的也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财产
关系，只不过性质、后果较之普通的民事不当得利、合同欺诈、婚内越轨更为严重，需要国家
发动刑罚权来惩罚相关法益侵害行为。可见，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刑法在调整对象上并没有特
殊之处，其独立部门法地位源自规制行为性质的特殊性———严重侵害法益。
因为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十分广泛，其调整的领域可以说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天然具有与其他部门法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因此，有学者提出了 “立体刑法学”的主张，
认为刑法学要 “前瞻后望，左 看 右 盼，上 下 兼 顾，内 外 结 合”，即 前 瞻 犯 罪 学，后 望 行 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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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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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会强：《金融危机治乱循环与金融法的改进路径———金融法中 “三足定理”的提出》，载 《法学评论》２０１０
年第５期。
路洲臣、潘文彪：《美国放松金融监管改革及 其 启 示———美 国 近 期 出 台 的 〈经 济 增 长、放 松 监 管 及 消 费 者 保
护法案〉评析》，载 《价格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
杨东：《金融消费者保护统合法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１－４０页。
左看刑事诉讼法，右盼其他部门法；上对宪法和国际法，下对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内加强对刑
法的解释，对外重视刑法的运作。〔３５〕由于刑法具有链接、耦合其他部门法的功能，在领域法
学、金融统合法的视野 下，刑事金 融 法 规 范 应 当 与 民 事、行 政 金 融 法 规 范 无 缝 对 接，构 建 统
一、完备的金融统合规制法网。金融刑法的学科定位内嵌于金融统合法的统一整体，成为一切
金融问题法律化解决 “工具箱”中的组成部分。
为此，首先要建立法律秩序一致性的思维。从整体法秩序的视角来看，刑法与各部门法都
在统一的法体系内，通过不同的职责分工，共同作用、相互协调以实现规制、调整不法行为的
目的，由此构建的金融统合法才能有效组织民事、行政、刑事等多重性质的法律规范和法律责
任体系。其次，实现金融民法、金融行政法与金融刑法的有效对接。金融行业具有较强的专业
性、技术性和动态性，因而传统金融法规范相对克制和审慎，具有较强的动态性、开放性。与
之相适应，金融刑法既要与民事、行政金融法规无缝对接，也要选秉持刑法谦抑的品格，坚持
“无先不后”、“立罪至后”〔３６〕的规制逻辑，并在法规范上保持弹性。再次，构建统一、完备的
金融统合规制法网。立法者在法律的立、改、废时不能放弃体系性的视角。〔３７〕立法部门在构
建金融统合法制度时，须基于整体的视角合理安排各种性质法规范的制定，使其能最大程度上
回应金融实践需要。在法律修订时，要杜绝公司法修订架空刑法规范 〔３８〕尴尬情境的重现，一
旦修订了民事、行政金融法规，金融刑法亦应联动调整。
结　　语
金融刑法的价值诉求、法益目标和学 科 定位 是 刑 法 “亮 剑”资 本 丛 林 需 要 首 先 回 答 的 问
题。现代社会，愈来愈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料让人们对医疗养老、创业融资、财富保值增值等
方面的金融服务需求愈发旺盛。金融需求及 其所表现 出 的利 益 追求 成 为 金 融 权 生 成 的 逻 辑 起
点。历经一个多世纪与金融危机的厮杀与博弈，各种现代金融制度逐渐建立，金融权的保护体
系不断完善。但是，层出不穷并愈演愈烈的 “老 鼠仓” “抢帽子”等金融欺诈案件涉案金额、
牵涉人数屡创新高，人们呼唤金融正义！刑法在金融权保护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金融刑法的法
益经过 “秩序法益观”的建立， “信用法益观”的辩 证，应 当 走 向 “金 融 消 费 者 利 益 法 益 观”
的时代转型。在领域法学研究范式和金融统合法理论的框架下，金融刑法作为金融统合法的刑
事法侧面完成了学科定位，取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正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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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刘仁文等：《立体刑法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２页。
胡启忠：《金融刑法立罪逻辑论———以金融刑法修正为例》，载 《中国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吴镝飞：《法秩序统一视域下的刑事违法性判断》，载 《法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我国１９９３年制定的 《公司法》采取了严格的法 定 资 本 制，规 定 了 最 低 注 册 资 本 限 额，而 且 对 出 资 形 式、出
资期限、资本增减等事项均作了严格规定。与之相适应，１９９７年制定的 《刑法》规定了虚报注册资本罪、虚
假出资罪、抽逃出资罪等罪名规制相应的严重不法行为。但是，２０１３年我国修订 《公司法》时对公司资本制
度作了根本性调整，放弃了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对出资期限、出资比例等也不再加以限定。但是，刑法相
关罪名并没有同步修订，造成了刑法罪名的虚置。
